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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究竟恶化了环境质量， 还是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城市

经济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加剧了环境污染， 造成了环境冲突。 但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 世界大城市增长明显放缓， 城市环境问题却变得更加突出。 作者认

为， 城市的行政等级、 市辖区 （县） 体制以及非均衡的区域性开放政策所

形成的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差异导致中国大城市效率锁定。 中国大城市效率

锁定赋予城市环境问题新的视角， 因此， 需要对城市规模与环境的关系进行

重新审视。 作者以城市生产效率的测算为切入点， 将环境因素纳入城市生产

函数的分析框架， 分析和比较了城市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状况， 以及投

入和产出无效率等造成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 最后从促进大城市空间布局

协调、 加强城市工业污染治理和促进大城市技术扩散等方面提出未来促进中

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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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的本质是集聚经济。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城市效率水平先是上升， 当

达到一定规模以后， 各种城市问题不断涌现， 出现城市不经济， 这时候城市的边际效

率水平开始递减， 最终导致城市规模的下降 （王小鲁、 夏小林， １９９９； 王业强，
２０１２）。 但是，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 一些超大城市出现了环境无效和规模有效并存

的现象。 例如， 尽管各种大城市的 “城市病” 不断涌现， 但在现有各种关于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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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的评价指数 （如城市竞争力、 城市质量等） 排名中， 中国的大城市， 尤其是

一些超大城市始终是位列前茅。 这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的超大城市是有效

的。 饶会林 （１９８９） 认为， 城市规模效益是一个普遍规律，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 社

会、 环境、 建设效益都高于中小城市。 不仅如此， 从动态发展来看， 中国超大城市的

规模还是持续有效的 （如关于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极限的预测不断被突破）。 因此，
也就出现了在城市规模效益递减情况下， 尽管各种城市问题不断涌现， 但是城市规模

保持持续扩张的现象。 城市规模落入一个 “效率锁定” 区间。 那么， 在大城市效率

锁定的条件下， 如何理解城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迫切需要在这一新的视角

下重新审视城市规模的环境内涵， 尤其是大城市的环境冲突问题， 为新型城镇化提供

理论支撑。

一、 大城市环境冲突与效率锁定

关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关系问题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对产业集聚与环

境污染问题的研究。 一般认为， 由于工业在空间上的集聚， 使得城镇可以集中地处理

污染排放， 从而提高了城镇污染处理设施的使用效率， 缓解了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

染 （Ｈｏｓｏｅ ａｎｄ Ｎａｉｔｏ， ２００６）。 刘习平和宋德勇 （２０１３） 也认为， 从全国的总体样本

来看， 产业集聚能有效地改善城市环境状况。 而且城市规模越大， 产业集聚所带来的

环境改善效应就越大。 然而， 由于地方工业园集中了大量的中小企业， 当地违规排污

成本相对较低， 企业争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 （Ｄｕａ ａｎｄ Ｅｓｔｙ， １９９７）， 结果导致工业园

区严重的环境污染。 工业园则成为污染的避难所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 １９９６）。 同时， 产业集

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 则会恶化城市环境 （刘习平、 宋德勇， ２０１３）。 因此， 城镇化

带来的产业集聚是否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并不确定， 结果取决于生产污染的集中处

理能力和效率， 取决于产业集聚方式的选择和布局是否合理 （王树功等， ２００３）。 另

一方面， 对人口集聚与污染排放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方式， 也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进入城镇后， 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的物质需求进一步膨胀， 从

而推动了建筑业和小汽车等行业的发展， 加剧了空气污染。 但城镇化有利于节约土地

和能源， 有利于集中和方便地处理生活垃圾， 从而降低城镇治污成本。 因此， 人口集聚

是否会增加城镇污染也是不确定的， 这取决于城镇集中处理生活污染的能力与效率高

低， 取决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衣、 食、 住、 行等产业的环保和循环利用的程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欧洲城市地理边界的不断蔓延， 关于城市规模的理论

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规模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上 （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１９９０； Ｓｈａｆｉｋ
ａｎｄ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１９９２； Ｖｉｂｈｏｏｔｉ ａｎｄ Ｋｉｒｉｔ， １９９２； Ｃａｐｅｌｌｏ， １９９８；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 １９９９）。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世界大城市增长明显放缓， 然而城市环境问题却变得更加突

出。 而且， 大城市在污染的处理上存在规模经济， 大城市在公共交通和大量公寓住宅

方面要比小城市更加节约能源和土地资源。 随着交通工具效率的提高， 大城市因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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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导致的环境损失有所下降。 因此， Ｐｒｕｄｈｏｍｍｅ （１９９５） 认为， 城市规模或分布与

环境损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未知的。 城市增长和环境问题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 但问题的关键是， 城市人均废弃物的产生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稳步上升的。
而且， 发达工业化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污染形式向现代污染类型

的转变。 而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污染源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时又要面对更多更高级的现

代污染问题 （Ｂａｒｔｏｎｅ， １９８９）。 其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检测化学物质或建立设

施和场地来处理废弃物的危害 （Ｋａｌｂｅｒｍａ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１９９１）。 因此， 城市经济

的发展被认为是加剧了环境污染， 造成了环境冲突。 如 Ｂａｒｔｏｎｅ 等 （１９９２） 认为， 人

口大规模增长是影响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它直接导致人口、 工商业、 汽

车、 能源消费、 水资源消耗、 废水和垃圾在空间上集中并对环境产生压力。 而且， 由

于不完善的垃圾处理政策和实践， 一些特大城市正被它们自己产生的垃圾所淹没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９）。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 ３０ 多年的快速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

进， 共同推动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 并在东部地区形成了长三角、 珠三角

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 李郇等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效率分布呈现东高西低

的格局， 效率较高的城市大都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 且城市规模越大， 城市

效率越高， 城市规模效率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般来讲，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大城市的效率水平会达到一个顶点， 然后开始下降， 这就是倒 “Ｕ” 型的城市规模效

率曲线 （王业强， ２０１２）。 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城市管理体制， 处于城市规模效率下降

阶段的大城市效率进一步提高， 造成倒 “Ｕ” 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的右侧上移， 形成

大城市效率锁定的现象 （见图 １）。 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来看，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

制度性因素直接造成了大城市的效率锁定， 如行政等级、 市辖区 （县） 制度和非均

衡的区域发展优惠政策： 第一， 行政层级的影响 （魏后凯， ２０１４； 年猛、 王垚，
２０１６）。 中央政府、 省政府机构所在地通常成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及社会福

利设施等社会资源的集聚地。 交通设施、 公共服务、 政策、 投资、 信息等要素的聚

集， 大大降低了这些城市的商务成本， 提高了城市效率， 从而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

张。 第二， 市辖区 （县） 的行政体制。 城市效率应该在一定边界下讨论才有意义。
但是， 中国的城市与国外的城市不同， 它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城市作为一级政府， 下

辖区 （县）， 当城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城市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扩张的方式不断

扩大城市发展空间 （惠冰， １９９８）。 因此， 从区域层面上来看， 中国城市发展是没有

边界的。 第三， 非均衡的区域性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的制度安

排。 东部沿海在中央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大力发展出

口加工， 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 城市规模急剧扩张， 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超大城市。 这

些超大城市往往具有更高资源配置能力和明显的技术优势 （魏后凯， ２０１４）， 从而获

得更多的生产机会， 弥补环境的损失。
因此， 城镇化既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 又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出路。 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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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城市效率锁定现象的形成

城市效率锁定则赋予了城市环境问题新的内涵， 即大城市集约节约利用资源， 提高了

生产效率， 推动了技术创新， 更加有利于城市环境改善。 而且随着城市群在中国的进

一步发展， 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之间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联系， 为解决大城

市人口与环境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但是， 现实中由于人口快速

集聚造成的各种 “城市病” 而使大城市饱受争议。 本文则希望通过对造成大城市效

率锁定的制度性因素的分析， 进一步研究在大城市效率锁定的情况下， 城市规模与环

境无效之间的变动关系， 从而为大城市的环境问题提供新的政策依据。

二、 模型、 变量与数据

对于城市而言， 单产出的生产函数无法描述城市的多功能性质， 多投入多产出是

城市生产函数的根本属性。 因此， 要从多投入和多产出的角度拓展城市生产的概念，
对城市生产函数进行重新界定， 并将环境因素纳入城市生产效率的分析框架。

（一） 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非期望产出模型

Ｃｈｕｎｇ 等 （１９９７） 提出一个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的 ＤＥＡ 模型， Ｔｏｎｅ
（２００３） 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松弛变量的非期望产出模型， 而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和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９） 则引入方向性变量来分析技术无效率的 ＤＥＡ 模型， 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一

个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非期望产出模型， 以此来分析大城市效率锁定的环境效应。
假设一个国家有 ｎ 个决策单元使用 ｍ 种要素投入 Ｘ ＝ （ｘ１， ｘ２， …， ｘｍ） ∈Ｒｍ × ｎ，

生产出 ｒ 种好的产出 Ｙ ＝ （ｙ１， ｙ２， …， ｙｒ） ∈Ｒｒ × ｎ， 同时产生 ｑ 种非期望产出 （环境

污染） Ｂ ＝ （ｂ１， ｂ２， …， ｂｑ） ∈Ｒｑ × ｎ， 且 Ｘ ＞０， Ｙ ＞０， Ｂ ＞０， 则该国生产可能集为：

Ｐ（ｘ） ＝ ｛（ｘ，ｙ，ｂ）：ｘ ≥ Ｘλ，ｙ ≤ Ｙλ，ｂ ≥ Ｂλ，λ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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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Ｒｎ表示一个权重向量， 生产可行集 Ｐ （ｘ） 是一个闭凸集合， 非期望

产出具有强可处置性。 但在实际的生产中， 非期望产出不可能无限增加。 为避免这一

问题， Ｃｈｕｎｇ 等 （１９９７） 提出期望产出强可处置， 非期望产出弱可处置的定义。 但

是， 成刚 （２０１４） 认为， 对非期望产出进行弱可处置的约束， 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处

理方法。 非期望产出强可处置模型的生产可能集错误， 但模型结果正确。 因此， 本文

采取强可处置的非期望产出约束。 在此生产可行集上可以定义一个基于松弛变量的方

向性无效率函数：

Ｓ
⇀
（ｘ，ｙ，ｂ；ｇｘ，ｇｙ，ｇｂ） ＝ ｍａｘ

ｓｘｍ，ｓｙｒ，ｓ
ｂ
ｑ

１
Ｍ∑Ｍ

ｍ ＝ １

ｓｘｍ
ｇｘ
ｍ
＋ １
Ｒ ＋ Ｑ ∑Ｒ

ｒ ＝ １

ｓｙｒ
ｇｙ
ｒ
＋ ∑Ｑ

ｑ ＝ １

ｓｂｑ
ｇｂ
ｑ

( )
２

ｓ ｔ ｘｍｉ ＝ ∑Ｊ

ｊ ＝ １
ｘｍｊ λｊ ＋ ｓｘｍ，∀ｍ；ｙｒｊ ＝ ∑Ｊ

ｊ ＝ １
ｙｒｊ λｊ － ｓｙｒ ，∀ｒ；ｂｑｊ ＝ ∑Ｊ

ｊ ＝ １
ｂｑｊ λｊ

＋ ｓｂｑ，∀ｑ；ｓｘｍ ≥０，∀ｍ；ｓｙｒ ≥０，∀ｒ；ｓｂｑ ≥０，∀ｑ；∑Ｊ

ｊ ＝ １
λｊ ＝ １；λｊ ≥０，

（２）

其中 ｇ ＝ （ｇｘ， ｇｙ， ｇｂ） 表示投入减少、 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方

向向量； ｓｘｍ， ｓｙｒ ， ｓｂｑ≥０ 分别表示投入大于前沿投入、 产出小于前沿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大于前沿产出水平的松弛向量， 即该向量代表了投入过度使用、 产出不足和污染

排放过度。 ∑λ ＝ １ 表示可变规模报酬。 由于目标函数为投入和产出无效率的均值

最大化， 因此， 可以通过松弛与方向向量的比值分别计算得到各项要素的无效率

水平。
（二） 联合前沿的组群分析模型

由于地理区位的不同， 中国各个城市之间的技术差异非常大。 一般来讲， 由东部

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 存在一个由高到低的生产技术梯度； 从直辖市、 副省级城

市、 地级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也存在一个由行政级别形成的技术梯度； 设区数量的

多少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也对城市的技术梯度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城市的效率水平。
Ｂａｔｔｅｓｅ 等 （２００４） 提出共同边界下不同组群技术效率差距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Ｒａｔｉｏ，
ＴＧＲ）， 共同边界表示潜在的技术水平， 而组群边界则表示实际的技术水平。 因此，
根据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等 （２００８） 提出的联合前沿思路， 可将中国城市决策单元分为不同的

组群进行分析。 联合前沿方向性距离函数可定义为：

Ｄ→ｍ（ｘ，ｙ，ｂ） ＝ ｓｕｐ｛βｍ：（ｘ，ｙ，ｂ） ＋ βｍｇ ∈ Ｐｍ（ｘ，ｙ，ｂ）｝ （３）

其中， 联合技术生产集为Ｐｍ （ｘ， ｙ， ｂ） ＝ ｛ （ｘ， ｙ， ｂ）： ｘ 能够生产出 ｙ 和 ｂ｝，
假设存在 ｋ 个技术子集， 其方向性距离函数可定义为：

Ｄ→ｋ（ｘ，ｙ，ｂ） ＝ ｓｕｐ｛βｋ：（ｘ，ｙ，ｂ） ＋ βｋｇ ∈ Ｐｋ（ｘ，ｙ，ｂ）｝，ｋ ＝ １，２，３，…，Ｋ （４）

其中， 生产技术子集Ｐｋ （ｘ， ｙ， ｂ） ＝ ｛ （ｘ， ｙ， ｂ）： ｘ 能够生产出 ｙ 和 ｂ｝， 联

合技术集由 Ｋ 个技术子集组成， 即Ｐｍ ＝ ｛Ｐ１∪Ｐ２∪…Ｐ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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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Ｏｈ （２０１０）， 假设方向向量 ｇ ＝ （ｇｘ ＝ ｘ， ｇｙ ＝ ｙ， ｇｂ ＝ ｂ）， 因此， 在可变规

模收益的假设下， 联合前沿和组群前沿的无效率可分别用两个线性规划来求解。 在

此， 我们假设在联合前沿和组群前沿的基础上求解得到环境效率分别为 ＭＥ ＝ １ － βｍ

和 ＧＥ ＝ １ － βｋ， 且 ０≤ＭＥ≤ＧＥ≤１。 将联合前沿效率与组群前沿效率的比值定义为联

合技术比 （ＭＴＲ）， 有 ０≤ＭＴＲ ＝ ＭＥ ／ ＧＥ≤１， 当联合技术比 ＭＴＲ 趋近于 １ 时， 表明

组群前沿接近于联合前沿的环境效率， 技术差异较小； 当 ＭＴＲ 趋近于 ０ 时， 说明技

术差异较大， 联合前沿的环境效率明显低于组群前沿的环境效率。 联合前沿的无效率

又可以分解为技术无效率 （ＴＧＩ） 和管理无效率 （ＧＭＩ）。 ＴＧＩ 表示组群前沿和联合前

沿之间的技术差距导致的无效率， 用公式表示为： ＴＧＩ ＝ ＧＥ × （１ － ＭＴＲ）。 而管理无

效率 ＧＭＩ 表示由于组群的投入和非期望产出过多， 期望产出不足所导致的无效率，
用公式表示为： ＧＭＩ ＝ １ － ＧＥ。 因此， 环境无效率可以表示为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

率之和， ＭＴＩ ＝ ＴＧＩ ＋ ＧＭＩ。
如图 ２ 所示， 假设有 ３ 个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组群前沿面 ＭＭ′， ＮＮ′和

ＰＰ′， 这 ３ 个组群前沿的包络曲线构成了一个非凸的联合前沿面 ＭＮ′， 对于组群 ＰＰ′
中的决策单元 Ａ 来讲， 其基于联合前沿面和组群前沿面的环境效率分别为 ＭＥ （Ａ） ＝
ＯＦ ／ ＯＤ， ＧＥ （Ａ） ＝ ＯＥ ／ ＯＤ， 联合技术比可表示为 ＭＴＲｇ ＝ ＯＦ ／ ＯＥ， 技术无效率可表

示为 ＴＧＩ （ Ａ） ＝ ＧＥ （ Ａ） × ［１ － ＭＴＲ （ Ａ）］ ＝ ＦＥ ／ ＯＤ， 管理无效率可表示为

ＧＭＩ （Ａ） ＝ １ － ＧＥ （Ａ） ＝ ＥＤ ／ ＯＤ， 因此， 基于联合前沿面的环境无效率可表示为

ＭＴＩ （Ａ） ＝ ＴＧＩ （Ａ） ＋ ＧＭＩ （Ａ） ＝ ＦＤ ／ ＯＤ。

图 ２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联合前沿及其无效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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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城市生产单元的特性， 可将投入抽象为人口、 资本和土地， 产出不仅有增加

值， 而且还包含了环境方面的非期望产出 （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末总人口（万人） ３４２０ １３３ ６２ １６７ ０７ １４ ０８ １９４３ ９０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３４２０ ７５６ ８７ １７５０ ００ ９ ８３ ２３３００ ００

二、三产业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万人） ３４２０ ３０ ９２ １７３ ２４ ０ ７７ ９５３８ ６８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３４２０ ４１３ １４ ７９０ ８９ ０ ０３ ９９２０ ００

建成区面积（平方千米） ３４１７ １０６ ８０ １５８ ７０ ５ ００ ３３７１ ００

二、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３４２０ ７３３ ５１ １７３０ ００ ６ ３７ ２３２００ ００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３４１９ ７６８１ ６５ ９９５４ ０３ １７ ００ ９１２６０ ０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３４２０ ６ １５ ６ １４ ０ ００ ６８ ３２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万吨） ３４１９ ３ ２３ １２ ３８ ０ ００ ５２０ ００

　 　

１ 投入变量： 根据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

劳动力和资本， 随着城市扩张， 土地日益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本文从城市生产中的劳动力、 资本、 土地要素三个方面选择代表性的投入指标。
具体投入指标分别为就业人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建成区面积。 由于现有

的城市投资数据仅有当年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但城市的投入产出是依据以往

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量。 因此， 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对全国 ２８６ 个城市的资本存

量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为Ｋ ｉ，ｔ ＝ Ｋ ｉ，ｔ － １ （１ － δ） ＋ Ｉｉ，ｔ ／ ｐｔ， 其中Ｋ ｉ，ｔ 为即期资本存量，
Ｋ ｉ，ｔ － １为上一期资本存量， δ 为折旧率， Ｉｉ，ｔ为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ｐｔ为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对于基期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３） 的方法， 用基期固定资本投资总额除以 １０％ 作为城市投资的初始资本存

量， 折旧率 δ 采用 ６％ 。
２． 期望产出变量： 王嗣均 （１９９４） 将城市效率理解为城市单位投入 （人力、 财

力和物力） 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或增殖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 可以从城市

基础统计和二、 三产业活动的各类统计指标中选择； 杨学成和汪冬梅 （２００２） 认为，
城市是工商业中心， 是二、 三产业集聚地， 因此， 考察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应该主要考

察城市二、 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 本文选择二、 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反映城市期

望产出的指标。
３． 非期望产出变量： 胡鞍钢等 （２００８） 选取了废水、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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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ＳＯ２、 ＣＯ２ 排放总量等五个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 程丹润

和李静 （２００９） 选择了废水、 废气和固体废物作为坏产出；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和 Ｔａｎａｋａ
（２００７）、 涂正革 （２００８） 选择了 ＳＯ２ 作为坏产出； 王兵等 （２０１０） 选择与国家 “十
一五” 规划纲要中的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 ＳＯ２ 作为非期望产出。 本文认为， 当前中国

城市经济效率主要是依靠工业化来推动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非期望产出应该与

工业化直接相关。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单位 ＧＤＰ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

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进行统计。
４． 城市特征性变量： 第一类是地区因素， 即东部地区 （１１）、 中部地区 （６） 和

西部地区 （１２）；① 第二类表示城市的级别： 直辖市 （４）、 副省级城市 （１５）、 地级

省会 （１６）、② 地级市 （２５１）； 第三类是市辖区的数量。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可以设区，
但也有 ４ 个地级市不设区的特例③ （广东的中山市、 东莞市， 海南的三亚市和甘肃的

嘉峪关市），④ 设区个数有单区市、 ２ 个区、 ３ 个区等， 最多的是重庆市设了 １９ 个区。
为了便于统计， 本文将 ７ 区以上归为一类； 第四类是城市规模分级指标。 为了更好地

比较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效率损失， 可以将规模向量按照城市规模特征设立五个层

级， 即超大城市， 指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 特大城市⑤， 指市辖区

常住人口在 ５００ 万以上 １０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 大城市， 指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１００ 万到

５００ 万之间的城市； 中等城市， 指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５０ 万到 １００ 万之间的城市； 小

城市， 指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５０ 万人以下的城市 （见表 ２）。
由于 ２００３ 年以后中国城市设置变化较大， 本文考察时期选定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 全部数据的统计口径均为

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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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东部地区包括 １１ 个省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 ８ 省包括：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 １２ 省包括： 内蒙古、 广西、 重

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西藏、 新疆。
拉萨由于数据缺失， 未作统计。
为了便于统计， ４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统一假设为单区市， 巢湖市于 ２０１１ 年撤销合并到其他地

级市。
三亚市设区是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
联合国将 １００ 万人作为特大城市的下限。 １９８０ 年， 中国首次对 １９５５ 年国家建委 《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

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 中城市划定标准做出改变， 将城市规模分为四个等级： 市区常住非农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

为特大城市， ５０ 万到 １００ 万为大城市， ２０ 万到 ５０ 万为中等城市， ２０ 万以下为小城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国务院印

发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明确， 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将城市划

分为五类七档： 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 其中 ２０ 万以上 ５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 ２０ 万

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 万以上 １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 万以上

５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 其中 ３００ 万以上 ５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 １００ 万以上 ３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

Ⅱ型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 １０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

城市。 本文采取 ２０１４ 年的认定标准进行分析。



表 ２　 地级以上城市基本特征分类赋值

特征 分类 赋值 频次 百分比 特征 分类 赋值 频次 百分比

常住

人口

（万人）

行政

等级

１０００ 万以上 １ 　 ３ １ ０５

５００ 万 ～ １０００ 万 ２ １０ ３ ５１

３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 ３ １２ ４ ２１

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 ４ １１５ ４０ ３５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 ５ １００ ３５ ０９

５０ 万以下 ６ ４５ １５ ７９

直辖市 １ ４ １ ４０

副省级市 ２ １５ ５ ２６

地级省会 ３ １６ ５ ６１

一般地级市 ４ ２５０ ８７ ７２

市辖

区数

（个）

地区

分布

７ 区以上 １ １６ ５ ６１

６ 区 ２ ２１ ７ ３７

５ 区 ３ １６ ５ ６１

４ 区 ４ ３３ １１ ５８

３ 区 ５ ４２ １４ ７４

２ 区 ６ ６３ ２２ １１

１ 区以下 ７ ９４ ３２ ９８

东部 １ １０１ ３５ ４４

中部 ２ １００ ３５ ０９

西部 ３ ８４ ２９ ４７

　 　

三、 城市效率测算结果及其环境无效率分解

（一） 大城市效率锁定的统计描述

本文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使用 Ｍａｘｄｅａ 软件分年计算出城市环

境效率， 并根据城市的制度性特征对城市环境效率和市场效率进行分类统计， 分别得

到不同制度性特征前提下城市规模等级与城市效率均值的统计结果 （见表 ３）。
第一， 从三大地区看， 城市环境效率均值特征不能支撑地区梯度假设。 西部地区

的环境效率均值为 ０ ６５４， 高于东部地区的 ０ ６１７， 中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均值最低，
为 ０ ５６３。 在三大地带内部，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Ｉ 型大城市以上规模的城市环境效

率具有明显优势， 东部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Ｉ 型环境效率分别达到 １、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７， 中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Ｉ 型环境效率分别达到 ０ ６３３ 和 ０ ６６６， 均呈

现倒 “Ｕ” 型结构； 在西部地区情况相反， 超大城市效率最低， 仅为 ０ ４３３， 比 Ｉ 型
小城市低 ０ ３１０， 这有可能与西部超大城市样本不足有关， 但西部地区城市规模与环

境效率的关系整体上呈反向趋势， 同时也呈现出微弱的倒 “Ｕ” 型特征。
第二， 从行政等级看， 城市环境效率的行政等级假设基本成立。 直辖市和副省级

市的环境效率均值分别为 ０ ８１０ 和 ０ ７１３， 远大于其他行政等级城市， 但地级省会城

市环境效率均值为 ０ ５９２， 小于一般地级市的 ０ ５９９， 城市环境效率均值在行政等级

上也呈现出倒 “Ｕ” 型特征。 在各行政等级城市内部， 副省级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呈

逆向关系， 与假设不符， 在地级省会城市当中， 特大城市的环境效率均值要低于Ⅰ型

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 但高于中等城市， 基本能够支持城市规模与效率关系假设， 而

直辖市和其他地级市的环境效率均值则较好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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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城市环境效率的分类统计

城市分类 效率值 标准差 城市分类 效率值 标准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直辖市

副省级市

地级省会

超大城市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特大城市 ０ ７９２ ０ １４９

大城市Ⅰ型 ０ ７９７ ０ １６２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２５ ０ ２０９

中等城市 ０ ５３６ ０ １９１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００ ０ ２０２

Ｔｏｔａｌ ０ ６１７ ０ ２１５

特大城市 ０ ６３３ ０ １５６

大城市Ⅰ型 ０ ６６６ ０ １１９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３１ ０ １７１

中等城市 ０ ５６４ ０ １８４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００ ０ ２１８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６３ ０ １８７

超大城市 ０ ４３３ ０ ０６６

特大城市 ０ ５２６ ０ ０９４

大城市Ⅰ型 ０ ４６６ ０ ０４７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２１ ０ １８７

中等城市 ０ ６１９ ０ １８１

小城市Ⅰ型 ０ ７４３ ０ ２１４

Ｔｏｔａｌ ０ ６５４ ０ ２０２

超大城市 ０ ８１１ ０ ２７４

特大城市 ０ ８０７ ０ １２９

Ｔｏｔａｌ ０ ８１０ ０ ２４２

特大城市 ０ ６７８ ０ １７９

大城市Ⅰ型 ０ ６９０ ０ １４１

大城市Ⅱ型 ０ ７８４ ０ １６９

Ｔｏｔａｌ ０ ７１３ ０ １６８

特大城市 ０ ５０７ ０ ０６３

大城市Ⅰ型 ０ ７７９ ０ ３１３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０４ ０ １８１

中等城市 ０ ４１９ ０ ０８８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９２ ０ １８２

７ 区以上

城市

６ 区城市

５ 区城市

４ 区城市

３ 区城市

２ 区城市

单区及无区

城市

超大城市 ０ ８１１ ０ ２７４

特大城市 ０ ６９９ ０ １７８

大城市Ⅰ型 ０ ６５０ ０ １２２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６７ ０ １２３

中等城市 ０ ６８４ ０ １５８

Ｔｏｔａｌ ０ ７０２ ０ １８７

特大城市 ０ ６４５ ０ １６９

大城市Ⅰ型 ０ ７８３ ０ １５２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４８ ０ １９７

中等城市 ０ ５８０ ０ １２９

Ｔｏｔａｌ ０ ６６６ ０ １９１

大城市Ⅰ型 ０ ９１８ ０ １４９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８７ ０ １９１

中等城市 ０ ４９３ ０ ０８７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８９ ０ １９７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９６ ０ １９６

中等城市 ０ ５５２ ０ １７５

小城市Ⅰ型 ０ ８４９ ０ １６９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９３ ０ １９７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５６ ０ １３５

中等城市 ０ ５４２ ０ １６６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２０ ０ １７２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５４ ０ １５６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２３ ０ １８７

中等城市 ０ ５５８ ０ １９１

小城市Ⅰ型 ０ ５９１ ０ １６８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５１ ０ １８７

特大城市 １ ０００ —

大城市Ⅱ型 ０ ６８０ ０ ２３２

中等城市 ０ ６０３ ０ ２０５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８７ ０ ２３７

Ｔｏｔａｌ ０ ６５１ ０ ２２７

其他地级市

特大城市 ０ ８２０ ０ １３４ 超大城市 ０ ８１１ ０ ２７４
大城市Ⅰ型 ０ ８６５ ０ １５５ 特大城市 ０ ６９６ ０ １７９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８２ ０ １９６ 大城市Ⅰ型 ０ ７５２ ０ １６９
中等城市 ０ ５７０ ０ １８８ 大城市Ⅱ型 ０ ５９３ ０ １９７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６８ ０ ２２４ 中等城市 ０ ５６９ ０ １８８
Ｔｏｔａｌ ０ ５９９ ０ ２０４ 小城市Ⅰ型 ０ ６６８ ０ ２２４

　 　 资料来源： 根据本文提出的效率模型计算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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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从设区数量看， 城市环境效率的空间规模假设基本成立。 ７ 区以上的城市

环境效率均值为 ０ ７０２， 大于设区数量小于 ７ 的其他城市， 城市环境效率基本上随着

设区数量的减少呈降低趋势， 但单区及无区城市的环境效率均值要高于 ５ 区及以下城

市， 也表现出一个倒 “Ｕ” 型的形态。 再从各类设区数量等级内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

关系看， ７ 区以上城市、 ６ 区城市、 ５ 区城市、 单区及无区市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环境效率相对较高， 能够支持大城市效率锁定假设； 而中间的 ４ 区市、 ３ 区市和 ２ 区

市中 Ｉ 型小城市的环境效率最高， 不能支持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关系的假设。
第四， 从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关系看， 大城市效率锁定假设基本能够成立。 本文

将所有城市的规模等级与环境效率二者直接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和 Ｉ 型大城市的环境效率均值具有明显优势， 分别为 ０ ８１１、 ０ ６９６、 ０ ７５２， 高于其

他规模等级城市， 能够很好地支持关于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关系的假设。
综上所述， 关于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关系的假设基本能够得到支持， 在其他城市

特征假设中， 除地区分布假设不能得到较好的支持外， 行政等级特征假设和设区数量

假设均能够得到支持。 而且， 在不同城市制度特征条件下， 城市规模与环境效率基本

上呈现出 “Ｕ” 型关系， 中等城市规模的环境效率普遍面临塌陷， 而本文提出的大城

市效率锁定的假设也较好地得到印证。
（二） 环境无效率来源的比较分析

为了计算基于松弛的方向距离函数， 本文选择 ｇ ＝ （ｘ， ｙ， ｂ）， 即每一个变量的

观测值作为方向向量， 将投入和产出的松弛进行标准化。 在上述计算城市环境效率的

基础上， 利用所得的松弛值可计算出各种投入和产出的无效率大小。 进而根据城市特

征和人口规模等级对各种要素和产出的无效率来源进行均值分析， 可以判断城市环境

无效率的来源及其占比情况 （见表 ４）， 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对城市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 而环境污染导

致的城市无效率远大于要素过度投入导致的无效率。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 全部地级以上

城市环境无效率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２３， 市场无效率的平均值为 ０ ０５２。 即资源的过度使

用和工业 “三废” 对环境的污染对中国城市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损失， 但环境污染是

导致城市整体效率水平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各项投入产出分项来看， 全部投入无

效率占环境无效率的 ２８ ３％ ， 全部工业污染导致的无效率占环境无效率的 ７１ ８％ 。
从投入产出各要素同比例变化的角度看，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应该降低 ２２ ３％ 的要素

投入和工业污染排放才能达到城市环境完全有效； 从分项无效率水平看， 全部地级以

上城市应该降低 ２ ９％ 的劳动投入、 ０ ７％ 的固定资产投资、 ２ ７％ 的建设用地投入、
减少 １６％的工业污染排放量， 就可以达到城市环境有效。

第二， 分地区看， 东部地区的环境无效率水平总体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说明东

部地区城市效率水平相对较高。 从分项无效率情况看， 东部地区投入无效率占比

２８ ７％ ， 低于中部地区的 ３０ ７％ ， 但高于西部地区的 ２５ ０％ ， 而东部地区的工业污

染无效率占比 ６９ ３％ ， 低于中部地区的 ７０ ２％和西部地区的 ７５ ９％ 。 东部地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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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虽高于中部地区但低于西部地区， 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而东部地区的工业污染造

成的城市无效率相对较低， 相反， 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造成的城市效率损失大于东部

地区和中部地区。 这说明发达地区要素投入效率并不一定是最高的， 经济发展并不一

定与其工业污染成正比。

表 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城市环境无效率均值及其来源分解

类别
劳动

投入

固定

资产

建设

用地

投入无效率 污染无效率

值 占比（％） 值 占比（％）
环境

无效率

市场

无效率

地区分布

全国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３ ２８ ２５ ０ １６０ ７１ ７５ ０ ２２３ ０ ０５２

东部地区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８ ２８ ７１ ０ １４０ ６９ ３１ ０ ２０２ ０ ０５４

中部地区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６ ３０ ６５ ０ １７４ ７０ １６ ０ ２４８ ０ ０６０

西部地区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４ ２５ ００ ０ １６４ ７５ ９３ ０ ２１６ ０ ０３８

行政级别

直辖市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０ ２３ ８１ ０ １２６ ７５ ００ ０ １６８ ０ ０８０

副省级市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０ ３２ ７１ ０ １４６ ６８ ２２ ０ ２１４ ０ ０９２

地级省会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２９ ８２ ０ １５８ ６９ ３０ ０ ２２８ ０ ０８０

其他地级市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２ ２７ ６８ ０ １６２ ７２ ３２ ０ ２２４ ０ ０４６

设区数目

７ 区以上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４ ３７ ９６ ０ １７４ ６３ ５０ ０ ２７４ ０ １０８

６ 区城市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４ ３３ ０７ ０ １７２ ６７ ７２ ０ ２５４ ０ １０２

５ 区城市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６ ３６ １９ ０ １３６ ６４ ７６ ０ ２１０ ０ ０６８

４ 区城市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９８ ３６ ３０ ０ １７０ ６２ ９６ ０ ２７０ ０ ０８４

３ 区城市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０ ３４ ４８ ０ １５２ ６５ ５２ ０ ２３２ ０ ０５６

２ 区城市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２ ２４ ３０ ０ １６２ ７５ ７０ ０ ２１４ ０ ０３８

单区及无区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６ １８ ５６ ０ １５８ ８１ ４４ ０ １９４ ０ ０２４

人口规模

超大城市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８ ２３ ３３ ０ ０９４ ７８ ３３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２

特大城市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８ ３５ ７８ ０ １４０ ６４ ２２ ０ ２１８ ０ ０７０

大城市 Ｉ 型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８ ３０ ００ ０ １８２ ７０ ００ ０ ２６０ ０ １０４

大城市 ＩＩ 型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８ ３１ ７８ ０ １４６ ６８ ２２ ０ ２１４ ０ ０６０

中等城市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２ ２９ ７５ ０ １７２ ７１ ０７ ０ ２４２ ０ ０５４

小城市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６ １８ ００ ０ １６４ ８２ ０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２０

　 　 注： 城市二、 三产业增加值无效率均为零， 表中忽略。
资料来源： 依据文中模型计算得出。

第三， 从行政等级看， 直辖市的环境无效率明显低于其他等级城市， 说明直辖市

的效率水平较高。 从要素投入看， 直辖市的要素投入无效率占比合计为 ２３ ８％ ， 是

相对有效的， 但副省级城市的无效率水平合计占比达到 ３２ ７％ ， 高于其他行政等级

城市， 说明副省级城市要素投入效率水平过低； 从工业污染无效率水平看， 直辖市工

业污染无效率合计占比 ７５ ０％ ， 高于其他行政等级城市， 说明直辖市的无效率主要

来自于工业污染； 而对于副省级城市来说， 虽然其要素投入无效率最大， 但其工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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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无效率合计占比是最低的， 说明副省级城市的无效率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 因

此， 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应分别侧重于改善环境和要素投入效率。
第四， 从城市设区数量看， 设区最多的城市环境无效率水平最高， 单区及无区城

市的环境无效率最低。 从表中看到， 设区 ７ 个以上的城市无效率水平达到 ２７ ４％ ，
而单区及无区城市的无效率水平仅为 １９ ４％ ， 二者相差 ８ 个百分点。 从投入产出无

效率合计占比看， ７ 区以上城市要素投入无效率合计占比 ３８ ０％ ， 明显高于其他城

市， 而其工业污染无效率合计占比 ６３ ５％ ， 相对较低； 单区及无区城市的要素投入

无效率合计占比仅为 １８ ６％ ， 远低于其他城市， 但其工业污染造成的无效率合计占

比最高， 达到 ８１ ４％ 。 说明设区少的城市要素投入效率较高， 但其由于空间小， 环

境污染的吸纳能力较低。 而设区多的城市要素投入效率明显降低， 但环境容量加大。
第五， 从城市人口规模等级看， 超大城市环境无效率低于其他规模城市。 超大城

市环境无效率最低为 ０ １２０， 低于其他规模城市， 其要素投入无效率合计占比略高于

小城市， 但低于其他规模城市， 说明超大城市和小城市在要素投入上具有优势， 而二

者的工业污染无效率合计占比分别为 ７８ ３％和 ８２ ０％ ， 远高于其他规模城市， 城市

规模与环境无效率水平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 但工业污染无效率与城市规模则呈现

“Ｕ” 型关系。
（三） 环境无效率分解的组群差异及比较分析

通过联合前沿的群组模型， 本文对城市环境无效率进一步分解， 得到群组无效

率、 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 以及环境无效率等指标。 由于本节重点分析城市特征

组群对城市无效率的影响， 因此， 本文选择组群无效率、 技术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这

几个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进一步考察城市特征的不同分类对环境的影响。 本文分别分

析了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和 ３ 类城市特征分组对城市环境无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１） 组群无效率反映了各个不同的城市组群前沿的无效率水平。 从平均水平看，
联合前沿无效率水平为 ０ ３９２２， 而各个组群的无效率水平均低于联合前沿的无效率

水平。 按设区分组的城市无效率水平为 ０ ２０８１， 仅为联合前沿无效率水平的一半，
而按等级分组的城市无效率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分组的无效率水平。 联合前沿面实际

上拉大了城市的实际无效率水平， 组群前沿效率则更能够反映城市的真实效率水平。
而从城市的规模等级看， ３００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组群无效率水平明显低于其他

城市， 因此， 关于大城市效率锁定的假设在这里也能够得到进一步证实。
（２） 技术无效率则体现了组群与联合前沿之间的无效率水平。 技术无效率值越

大， 表明组群效率差异越大。 从表 ５ 结果看， 技术无效率水平值整体上低于管理无效

率水平， 说明组群效率差异相对较小， 城市无效率的主要来源还是管理无效率。 按等

级分组的组群技术无效率最低， 仅为 ０ ０４４７， 而按设区分组的组群技术无效率最高，
为 ０ １８４１， 也不到整体环境无效率水平的一半。 但是， ３００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的技

术无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说明大城市技术效率差异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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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管理无效率则反映了组群自身的无效率状况。 管理无效率值越大， 组群效

率值越小。 从表 ５ 统计结果看， 管理无效率水平的均值明显大于技术无效率。 说明组

群无效率主要还是来自于自身的投入、 产出无效。 从各个分组无效率水平看， 等级分

组的管理无效率最大， 为 ０ ３４７５， 最低为设区分组， 仅为 ０ ２０８１。 而 ３００ 万以上的

大城市的管理无效率水平则明显低于其他规模城市。 这说明大城市在投入产出的管理

上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表 ５　 城市特征分组对环境无效率的影响

规模等级 样本数
组群无效率 技术无效率 管理无效率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规模分组

超大城市 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９ ０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特大城市 ８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２７３ ０ １６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大城市 Ｉ 型 １０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７ ０ ２１３ ０ １５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７

大城市 ＩＩ 型 １２０９ ０ ３０９ ０ ２０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３ ０ ３０９ ０ ２０２

中等城市 １２７６ ０ ２３４ ０ １８１ ０ １９７ ０ １１５ ０ ２３４ ０ １８１

小城市 ６４０ ０ ２７３ ０ ２２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２ ０ ２７３ ０ ２２６

合计 ３３４４ ０ ２５５ ０ ２０５ ０ １３７ ０ １２７ ０ ２５５ ０ ２０５

地区分组

超大城市 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９ ０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特大城市 ８４ ０ １３４ ０ １６３ ０ １７０ ０ ２０６ ０ １３４ ０ １６３

大城市 Ｉ 型 １０２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８ ０ ０８９ ０ １４３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８

大城市 ＩＩ 型 １２０９ ０ ２９６ ０ ２０４ ０ １１１ ０ １０９ ０ ２９６ ０ ２０４

中等城市 １２７６ ０ ３０６ ０ １９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０５ ０ ３０６ ０ １９０

小城市 ６４０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３５ ０ ２０８ ０ １９９

合计 ３３４４ ０ ２７２ ０ ２０２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１ ０ ２７２ ０ ２０２

等级分组

超大城市 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９ ０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特大城市 ８４ ０ ０９１ ０ １２３ ０ ２１３ ０ １２８ ０ ０９１ ０ １２３

大城市 Ｉ 型 １０２ ０ ０６６ ０ １２７ ０ １８２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１２７

大城市 ＩＩ 型 １２０９ ０ ３３７ ０ ２３１ ０ ０６９ ０ １３１ ０ ３３７ ０ ２３１

中等城市 １２７６ ０ ４１６ ０ １９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４ ０ ４１６ ０ １９８

小城市 ６４０ ０ ３２７ ０ ２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７ ０ ３２７ ０ ２２７

合计 ３３４４ ０ ３４８ ０ ２２８ ０ ０４５ ０ １１０ ０ ３４８ ０ ２２８

设区分组

超大城市 ３３ ０ １３４ ０ ２０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４ ０ １３４ ０ ２０１
特大城市 ８４ ０ ０９２ ０ １２３ ０ ２１２ ０ １３９ ０ ０９２ ０ １２３
大城市 Ｉ 型 １０２ ０ ０９１ ０ １１７ ０ １５７ ０ １２８ ０ ０９１ ０ １１７
大城市 ＩＩ 型 １２０９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２ ０ ２２７ ０ １５９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２
中等城市 １２７６ ０ ２３３ ０ ２１３ ０ １９８ ０ １８１ ０ ２３３ ０ ２１３
小城市 ６４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３５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０ ０ ２５０ ０ ２３５
合计 ３３４４ ０ ２０８ ０ ２１０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１ ０ ２０８ ０ ２１０

　 　 资料来源： 依据文中模型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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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整体来看， 本文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３００ 万以上大城市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存在显著的投入产出无效； 东部大城市效率高， 西部小城市效

率高。 东部、 中部地区大城市的环境效率高于西部地区， 而且在西部地区， 大城市的

环境效率低于中等城市环境效率， 说明西部地区大城市环境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工业 “三废” 对环境的污染给中国城市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损

失， 且环境污染导致的无效率远大于要素过度投入导致的无效率， 东部地区的环境无

效率水平总体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造成的城市效率损失大于东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定与其环境污染成正比。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知， 中国大城市存在明显的效率锁定现象。 导致大城市效率

锁定的原因可以从城市自身的特征得出答案， 如城市行政等级体制、 东中西部地区之

间存在的技术差异、 设区数量的多少和城市人口规模等级等多方面原因。 在这种大城

市效率锁定的情况下， 本文认为，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政策应作以下几个方

向的调整。
第一， 进一步促进大城市空间合理布局。 大城市效率锁定在中国现行的城市管理

体制下是一个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 大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 但目前

西部地区是小城市相对更加有效， 大城市的效率优势和带动作用远未达到东部地区的

水平。 因此， 应该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同时， 中部地区的大城市效

率水平仍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大城市， 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高等级和多区的城市

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这也是造成大城市效率锁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未来应从城市管

理体制上进一步改进， 弱化行政等级对资源的配置和影响， 改变单纯依靠扩区的方式

导致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
第二， 加大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工业 “三废” 对环境

的污染对中国城市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损失。 且环境污染导致的无效率远大于要素过度

投入导致的无效率。 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效率损失远大于东部地区，
因此， 在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 需要重点加大对工业污染的治理。 东

部和中部地区则相应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 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在投入无效率和

污染无效率上存在此消彼长的态势， 因此， 应加大高等级城市的污染无效率问题的治

理， 提高低等级城市投入效率。 对于多区市而言， 投入无效率现象比较明显， 而设区

过少又导致环境容量过小， 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 在设区数量上需要进行平衡，
严格控制设区过多现象， 同时减少单区和无区城市的现象。

第三， 积极推动大城市技术扩散， 实现大中小城市形成合理的技术功能定位。 从

城市生产技术角度看， 不同组群的城市存在明显的技术差异， 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

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同时， 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又存在明显的技术无效现象，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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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技术垄断所带来的无效率。 大城市效率锁定则意味着大城市组群与联合前沿

面所代表的潜在生产技术水平差距较小。 其他城市特征加强了大城市效率锁定的倾

向。 因此， 要加强大城市的技术扩散， 形成大中小城市分工合理的技术扩散网络， 打

破大城市的技术效率锁定现象。 一是横向的技术分工与合作。 这是指在东中西部地区

大城市和城市群之间形成合理的技术分工和功能定位。 二是纵向的技术分工和合作。
在同一城市群内部的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形成合理的技术分工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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